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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罪重判国家赔偿案件的困境与出路

张 新 宇*

摘 要 :我国国家赔偿法确立了无罪羁押赔偿原则。轻罪重判虽不属于无罪,但可能导致

超期羁押,对公民人身自由造成严重侵犯。由于没有其他救济途径,应当依据无过错归责原则对

轻罪重判造成的超期羁押给予国家赔偿。轻罪重判案件可以分为部分行为无罪型、重罪改判轻

罪型、刑期调整型3类。目前除再审改判部分行为无罪的案件以外,其余情况都无法获得国家赔

偿。考虑到国家补偿并不具有国家赔偿的违法抑制功能,不应将轻罪重判导致的国家责任统一

纳入国家补偿体系当中。国家补偿和国家赔偿并行,也可能使救济渠道更为复杂,给赔偿请求人

造成障碍。修改我国国家赔偿法是解决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赔偿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修法应当明确,在再审、二审或重审中,被告人被判决无罪或被减轻刑罚均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

利。将轻罪重判案件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不会造成赔偿范围的过度扩大,也不会对轻罪重判的改

判形成直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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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赔偿制度主要具有权利(损害)救济和违法抑制两个方面的功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奉行法定赔偿原则,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国家才

承担赔偿责任。① 因此,我国国家赔偿法关于赔偿范围的规定,直接决定了哪些事项可以获得国

家赔偿,是落实权利救济功能的关键因素。在刑事赔偿领域,我国国家赔偿法已将错误羁押、刑
讯逼供、违法使用警械等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情形纳入赔偿范围。在此基础上,《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刑事赔偿

解释》)明确规定,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

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等“罪疑从挂”情形,也应当进行刑事赔偿。这在客观上起到了扩大刑事

赔偿范围的作用。② 即便如此,关于刑事赔偿的范围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对于轻罪重

判,且执行期限已超过改判后刑期的超期羁押案件,虽然有学者认为,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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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司法公正的角度看,都应当将其纳入刑事赔偿范围,①但是根据现行《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2
项和第3项的规定,被逮捕的公民只有在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

任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国家赔偿;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只有改判无罪,且原判刑期已经执行的,方能

获得国家赔偿。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亦认为,国家赔偿以“无罪”为前提,轻罪重判不能予以赔

偿。② 本文以存在争议的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案件作为研究对象,对轻罪重判案件是否应

予赔偿进行分析,归纳轻罪重判国家赔偿案件的实践图景及解释困境,并提出摆脱困境的方案。

一、轻罪重判案件应当予以赔偿

所谓轻罪重判案件,系指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被告人起初被判处较重刑罚,但在再审、二审或

重审中又被改判为较轻刑罚的案件。如果原判刑罚并未执行,那么被告人的权利不会受到实际

侵害。所以,本文探讨的对象仅限于轻罪重判已经实际执行的案件。另外,虽然从理论上讲也可

能存在被告人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又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改判为较轻刑罚且死刑已经实际

执行的案件,但是由于普遍认为只有超期羁押才将无罪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对于错判死刑仍应

进行国家赔偿,③并且,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在实践中这种情况很少发生,④本

文不再专门对其进行分析。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指轻罪重判案件仅指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

的轻罪重判导致超期羁押的国家赔偿案件。当然,无论如何对讨论范围进行界定,首先需要回答

的问题是应否对轻罪重判案件进行国家赔偿。
(一)无罪羁押赔偿原则之检讨

事实上,在我国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初,对于轻罪重判案件是否应予赔偿就存在争论。当时有

人提出,对轻罪重判且刑期已经执行、免予起诉予以释放但已超过法定羁押期限等有罪的人,如
果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羁押,那么国家也应当赔偿他们的自由权损失。⑤ 但是,从我国国

家赔偿法的字面规定看,国家只赔偿无罪被羁押的公民。而不赔偿有罪被羁押的公民,这就是我

国国家赔偿法确立的无罪羁押赔偿原则。在我国国家赔偿法正式实施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多次

在批复中直接或间接地对无罪羁押赔偿原则进行强调。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轻罪重判不属

于国家赔偿范围的答复》(〔2005〕赔他字第7号)指出,轻罪重判不符合现行《国家赔偿法》第15
条第3项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二审判决减轻刑事处罚致被告人实际羁押期限超出刑期应

否给予国家赔偿的复函》(〔2008〕赔他字第5号)中更是明确规定,只要犯罪事实存在,二审判决

减轻刑罚不符合无罪羁押法定赔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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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羁押赔偿原则其实是我国国家赔偿法制定及实施之初与国情相适应的产物。当时,确
立无罪羁押赔偿原则主要是基于以下4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从改革开放到我国国家赔偿法制定

期间,犯罪案件数量急剧增长,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水平虽然也在提高,但是面对如此众多的案

件仍难免力不从心,如果过分强调国家赔偿,那么会损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第二,

犯罪行为会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失,因此即使轻罪重判,从保护公共利益的立场出发,

也应当继续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第三,对于轻罪重判人员进行赔偿,既无法向受害人交代,又可

能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出于保护受害人和多数人人权的考虑,不能片面强调保护有罪公民

的人权;①第四,制定我国国家赔偿法时不采用结果责任原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财政支付能力

有限。②

基于当时的国情,立法者制定我国国家赔偿法选择无罪羁押赔偿原则或许有其道理。但是,

时过境迁,从当下的时代背景来看,无罪羁押赔偿原则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首先,法院队伍

的建设始终朝着知识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③司法人员无论是学历还是能力,较1995
年我国国家赔偿法刚实施时的情形都有明显的提升。虽然目前案多人少的情况依然存在,但是

司法工作人员也不至于力不从心。而且,根据1995年《国家赔偿法》第31条的规定,对于轻罪重

判案件而言,赔偿义务机关仅对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进行追偿、追责。国家赔

偿的追究范围有限,不会对办案人员的积极性造成太大的影响。其次,轻罪重判人员已经为其犯

罪行为承担责任,而超期羁押已经超出其责任范围。所以,国家的损失已经被弥补,事实上已经

不存在继续追究责任的理由。再次,国家固然应当对受害人进行保护,通过刑事审判追究犯罪人

员的责任,但是也不应当为了保护受害人或者对社会有所交代,就忽视个人的权利,对轻罪重判

导致的超期羁押置之不理。最后,自我国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我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财政支

付能力明显提升,将轻罪重判案件纳入国家的赔偿范围,并不会给国家财政形成难以承受的

压力。

综上所述,无罪羁押赔偿原则既有公共利益无条件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的倾向,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基于对国家赔偿制度功能的错误理解,因此需要对其作出调整。
(二)轻罪重判案件应予赔偿之理由

无罪羁押赔偿原则已经与当下的时代要求不相适应,以下理由则可以为国家承担轻罪重判

案件的赔偿责任提供进一步的正当性支撑。

1.超期羁押侵害公民人身自由不应区别对待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5条的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

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所以,无论最终作出的是无罪判决还是有罪判决,超期

羁押显然会导致公民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因此,我国国家赔偿法已将无罪导致的超期羁

押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从性质上看,无论是无罪导致的超期羁押还是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

押,两者并无本质的不同。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33条第2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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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所以,即使是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公民,也
不应当对其进行区别对待,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仍应给予国家赔偿。

2.根据刑事赔偿的无过错归责原则应当进行赔偿

我国著名学者认为,2010年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取消了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从而在实

质上承认了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多元化。① 具体而言,在行政赔偿领域,仍然采用违法归责原

则,而在刑事赔偿领域,则根据情况分别采用违法归责原则和无过错归责原则。其中,针对侵犯

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除对错误拘留仍然采用违法归责原则以外,对于错捕、错判行为均适用无

过错归责原则。亦即对于逮捕和审判,不再考虑行为是否违法,只要发生错捕、错判的结果,国家

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② 所以,如果严格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那么就无须考虑轻罪重判的原

因,只要最终因轻罪重判导致与法不合的超期羁押,国家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被超期羁押严重侵权的公民缺乏其他救济途径

根据司法实践,在轻罪重判案件中,超期羁押的期限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对于如此严重

的侵害结果,国家理应提供救济。当然,如果不能进行国家赔偿,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救济也不失

为一种方案。例如,日本就将刑事补偿作为国家赔偿制度以外的救济途径。按照《日本刑事补偿

法》的规定,就合并罪的一部分虽然得到的是无罪判决,但是其他部分是有罪判决,法院可以裁定

不补偿或者部分补偿。国家赔偿与刑事补偿并不冲突,公民可同时申请。只是,如果因为同一原

因已经获得国家赔偿的,那么必须先减去赔偿金额再确定补偿金额;同理,如果已经获得补偿,那
么计算赔偿金额时也要先扣除补偿金额。③ 我国并未对刑事补偿进行专门立法,国家赔偿制度

作为事实上唯一的救济途径,却将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显然是不合理

的。这可能导致即使是长达十几年的超期羁押也无法获得任何法律救济。

综上所述,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会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应当基于刑事赔偿中的无

过错归责原则进行赔偿;否则,就可能导致有权利无救济的非正义问题。

二、轻罪重判案件的三种类型及其赔偿情况

对于轻罪重判案件,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从实践情况看,并非所有的轻罪重判案件都

被纳入赔偿范围。根据实践情形的不同,轻罪重判案件可以具体分为以下3种类型。
(一)部分行为无罪型案件的赔偿情况

部分行为无罪型案件,是指被告人起初被认为同时触犯多项罪名被判处并执行刑罚,后其中

的部分罪名被改判为无罪,且实际执行的刑期已经超过最终认定的刑期的案件。例如,在“孙宝

东案”④中,原审判决以孙宝东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妨害作证罪

及故意伤害罪等数罪,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19年。经申诉后,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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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东犯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但是,此时

孙宝东已经服刑近9年,被超期羁押近3年。又如,在“曲伟案”①中,原审认定曲伟犯强奸罪、绑
架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6年,后经过其本人两次申诉,人民法院先是认定曲伟不构成强奸罪,改
判其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后又认定曲伟亦不构成绑架罪,改判为非法拘禁罪,并被判处

有期徒刑3年。此时,曲伟已经被羁押6年有余,被超期羁押3年多。
部分行为无罪型案件中有部分罪名在再审、二审或重审过程中被撤销,因此,按照我国国家

赔偿法的规定,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无罪羁押赔偿原则中的“无罪”到底是仅限于全案无罪,还
是也包括部分行为无罪。在我国国家赔偿法正式实施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批复

中明确指出,我国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再审改判无罪,应理解为是针对具体个罪而言的。再审改

判部分行为无罪的,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② 《刑事赔偿解释》第6条也进一步明确,数罪并罚的

案件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公民对超期监禁申请国家

赔偿的,应当决定予以赔偿。因此,再审改判无罪中的“无罪”,既包括全案无罪,也包括部分行为

无罪。在前述“孙宝东案”中,人民法院也据此决定对孙宝东的超期羁押行为进行赔偿。
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再审改判部分行为无罪的案件都能获得赔偿。例如,对于前述“曲

伟案”,最高人民法院就在批复中明确指出,曲伟的赔偿请求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③ 其理由

在于,曲伟案虽然被改判部分行为无罪,但是人民法院在其第一次申诉时改判处其仅构成绑架

罪,此时确实属于部分行为无罪,由于曲伟仅被羁押2年多,并未超过最终认定的3年刑期,因此

并不存在超期羁押的情况。最后,人民法院又改判其不构成绑架罪而构成非法拘禁罪,相当于从

重罪改判为轻罪,不符合无罪羁押赔偿原则的要求,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因此,虽然按照司

法解释,再审改判部分行为无罪的案件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针对曾两次

以上改判的案件,人民法院亦可分段截取,将其从整体上的部分行为无罪型案件理解为重罪改判

为轻罪的类型,从而不再符合无罪羁押赔偿原则的要求。
尽管目前在制度上仍存在一定的漏洞,但是再审改判部分行为无罪的案件已经基本被纳入

国家赔偿的范围,对于情况类似的二审或重审改判无罪的案件,理应参照再审改判无罪的案件进

行赔偿。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却在批复中明确指出,二审将一审数罪中的部分罪名撤销导致被告

人被超期羁押的情形,既不属于“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也不属于再审改判无罪,或者

数罪中个罪改判无罪且原刑罚已经执行的情形,不符合无罪羁押赔偿原则。④ 这使二审或重审

中改判部分罪名无罪的案件,完全被排除在国家赔偿范围之外。例如,在“王勋案”⑤中,原审判

决认定王勋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9年。经同案被告上诉,二审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后,最终人民法院仅认定王勋犯盗窃

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此时王勋已经服刑7年多,被超期羁押6年多。王勋针对超期羁押申请

·771·

轻罪重判国家赔偿案件的困境与出路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曲伟再审改判无罪赔偿案件的请示》(〔2005〕吉高法委赔字第5号)。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关于原判数罪再审个罪改判无罪且已执行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批复》(法赔

复〔1996〕1号)。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轻罪重判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答复》(〔2005〕赔他字第7号)。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二审将一审数罪中的部分罪名撤销后被告人被羁押的期间超过刑期的情形是否属

于国家赔偿范围的答复》(〔2011〕赔他字第3号)。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北法赔字第3号国家赔偿决定书。



国家赔偿,人民法院认定,王勋没有被判决无罪或作无罪处理,不符合无罪羁押赔偿原则的要求,
驳回了王勋的赔偿申请。

因此,就部分行为无罪型案件而言,案件是被再审改判还是被二审或重审改判部分行为无

罪,对案件结果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是再审改判部分行为无罪,那么赔偿请求人一般可以获得

赔偿;如果是二审或重审改判部分行为无罪,那么赔偿请求人则无法获得赔偿。
(二)重罪改判轻罪型案件的赔偿情况

重罪改判轻罪型案件,是指被告人的行为起初被认定触犯较为严重的罪名,后被改判为相对

较轻的罪名,且实际执行的刑期已经超过最终认定的刑期的案件。例如,在“邹俊敏案”①中,原
审判决认定邹俊敏犯贩卖毒品罪,判处邹俊敏无期徒刑。在再审过程中,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
认定邹俊敏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改判其行为犯非法经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此时,

邹俊敏已经被羁押14年多,超期羁押12年有余。又如,在“李振岳案”②中,一审判决认定李振

岳犯销售假药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在二审过程中,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振岳犯

非法经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
重罪改判为轻罪型赔偿案件,并不因案件是在再审中改判或在二审、重审中改判而存在区

别。究其本质,重罪改判为轻罪仍然属于有罪,与无罪羁押赔偿原则相冲突。特别是针对二审由

重罪改判为轻罪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中明确指出,由重罪改判为轻罪仍然有犯罪事实存

在,不符合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无罪羁押法定赔偿原则。③ 无论是在再审中改判的“邹俊敏

案”,还是在二审中改判的“李振岳案”,均被认定不符合无罪羁押赔偿原则的要求,两人的赔偿请

求均被驳回。这两个案件代表了多数同类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
在极个别案件中,也存在人民法院决定对重罪改判轻罪导致的超期羁押进行赔偿的情况,如

在“陈加勇案”④中,陈加勇起初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后经再审,人民法院以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陈加勇有期徒刑1年,陈加勇被超期羁押726天。在赔偿决定书中,人
民法院并未引用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具体条款,而是直接认定超期羁押是对陈加勇人身自由权的

侵犯,应当进行赔偿。由此也可看出,对重罪改判轻罪导致的超期羁押进行赔偿恐怕并没有直接

的法律依据,个案的尝试未必能够得到普遍推广。
(三)刑期调整型赔偿案件的赔偿情况

刑期调整型案件,是指被告人的行为起初被认定构成某一罪名并被判处较长刑期,此后罪名

虽未变更,但刑期被缩短,且实际执行的刑期已经超过最终认定刑期的案件。例如,在“梁某新

案”⑤中,原审判决认定梁某新犯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8个月。后经过申诉,人民法院撤

销原判决,虽仍然认定梁某新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但是改判其有期徒刑1年2个月。此时,梁某

新共被羁押近3年,超期羁押接近2年。又如,在“陈虎案”⑥中,原审判决认定陈虎犯抢劫罪,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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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委赔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

参见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7法赔8号国家赔偿决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二审判决减轻刑事处罚致被告人实际羁押期限超出刑期应否给予国家赔偿的复

函》(〔2008〕赔他字第5号)。

参见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淄法委赔字第1号国家赔偿决定书。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粤委赔5号国家赔偿决定书。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北法赔字第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



判处陈虎死刑,在案件第二次发回重审时,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决,虽仍认定陈虎的行为构成抢劫

罪,但刑期由判处死刑改判有期徒刑1年。此时,陈虎已经被羁押6年多,被超期羁押超过5年。

与重罪改判轻罪型案件的实践情况相类似,刑期调整型案件也不因刑期是在再审中或是在

二审、重审中予以调整而存在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中指出,罪名不变,重刑改为轻刑的情

形不符合无罪羁押赔偿原则,不被纳入国家赔偿范围。① 梁某新和陈虎的赔偿请求也因此均被

驳回。

三、轻罪重判国家赔偿案件的解释困境

从轻罪重判国家赔偿案件的实践情况可以看出,除了再审改判的部分行为无罪型案件已被

司法解释明确纳入赔偿范围以外,其余多数因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案件仍然无法获得国家

赔偿。当然,目前也存在对重罪改判轻罪型案件予以赔偿的个案,但人民法院在个案当中并未进

行充分的裁判说理,而只是笼统地指出超期羁押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应予赔偿。因此,如果能

在我国国家赔偿法框架内进行合理的解释,将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应
当是摆脱轻罪重判国家赔偿案件困境的最佳出路。遗憾的是,受限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文本规

定,现有的解释方案都无法令人满意。
(一)无法彻底突破无罪羁押赔偿原则

由于我国国家赔偿法坚持无罪羁押赔偿原则,因此如何认定“无罪”是确定国家赔偿范围的

一大关键问题。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和相关司法解释即是从文义的维度对无罪进行解

释,明确了再审案件中部分行为无罪也属于无罪。当然,这一解释方案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

先,由于仍然强调无罪,因此这种解释方案难以覆盖重罪改判轻罪型案件和刑期调整型案件导致

的超期羁押。其次,这种解释方案未必能够解决如前述“曲伟案”之类的极端个案,一旦案件经由

两次改判,虽然从整体上看案件属于部分行为无罪型,但是第二次改判时可能并未超期羁押,仅
是由重罪改判为轻罪或者调整刑期,即使最终导致超期羁押仍然不能获得国家赔偿。因此,进一

步对无罪概念的外延进行扩张,使其尽量覆盖全部轻罪重判案件,是一种尝试方向。
为尽量扩张无罪概念的外延,有学者提出,无罪不仅未必要求全案无罪,甚至不要求部分行

为无罪,只要达到相对意义上的无罪,无原审判决之罪即可。② 虽然这种解释方案能够将无罪的

外延进一步扩大,也符合国家赔偿制度保障权利救济的首要宗旨,但是将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的无

罪概念扩大解释为相对无罪,恐怕与立法原意不符。更重要的是,即使将无罪理解为相对无罪,
也无法彻底突破无罪羁押赔偿原则。这是因为:第一,相对无罪虽然对无罪的外延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扩张,但是仍然要求无原审判决之罪。然而,轻罪重判案件尚包括刑期调整型案件,在刑期

调整型案件中,原判决认定之罪名并未被改变,只是对具体的刑期进行了调整。因此,即使只要

求相对无罪,也仍然无法解决刑期调整型案件中的超期羁押问题。第二,根据现行《国家赔偿法》

第17条第2项之规定,对于经二审、重审改判导致的超期羁押而言,如果想要获得国家赔偿,那
么除了要符合无罪的要求之外,还要求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综合考虑这两项条件,实质上只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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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轻罪重判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的答复》(〔2013〕赔他字第3号)。

参见张航:《“再审改判无罪”赔偿条款的立法局限与解释方案》,《交大法学》2021年第3期。



案无罪案件才符合要求。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同样是改判部分行为无罪,但再审改判和二审、

重审改判却受到区别对待,前者可以获得国家赔偿,而后者则被排除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可

见,受限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文本规定,通过对无罪概念的外延进行扩张的解释方法,将无罪解

释为相对无罪,仍无法解决经二审、重审改判导致的超期羁押赔偿问题。
(二)逾越我国国家赔偿法之原意

既然通过对无罪概念的外延进行扩张的方法仍无法彻底突破无罪羁押赔偿原则,自然就需

要另寻其他解释方法。我国国家赔偿法将国家赔偿分为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两种类型。在行政

赔偿上,现行《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1至4项列举了违法拘留、非法拘禁等常见的人身权侵害方

式,并将其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为防止挂一漏万,现行《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5项还规定,对
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也应当进行赔偿,并将其作为侵犯人身权行政赔偿

范围的兜底条款。鉴于法律难以将所有可能发生的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列举,

为了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设置兜底条款防止难以列举的行为被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这显

然是合理的。① 但与行政赔偿不同,现行《国家赔偿法》第17条并未在刑事赔偿方面设置侵犯人

身权的兜底条款。因此,侵犯人身权的行政赔偿范围是相对灵活和可变的,而侵犯人身权的刑事

赔偿范围却是封闭和固定的。对此,亦有论者提出,相对行政行为而言,刑事行为对公民人身权

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侵犯,我国国家赔偿法没有理由厚此薄彼,对相对较轻的侵害行为提供更为充

分的救济,而对更为严重的侵害行为反倒不加重视。由此可见,现行《国家赔偿法》第17条缺少

兜底条款乃是立法失误造成的法典不完整。对于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举轻以明重”的体系解释

方法进行弥补,既然对行政赔偿都提供兜底性的保护,那么对于侵害后果更加严重的刑事赔偿,

自然更应当提供相应的保护。这样一来,即使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不符合现行《国家赔偿

法》第17条的规定,但考虑到其仍属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符合现行

《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原则性规定,故可以对因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被害人进行赔偿。②

为现行《国家赔偿法》第17条解释出一个兜底条款,显然也是有利于赔偿请求人的。但是,

受限于赔偿法定原则,并非针对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按有利于赔偿请求人的方式进行解读,只有

在法律规范并不十分明确或者法律规范未对相关问题作出规定,从而导致出现理解或解释上的

争议时,才可以按有利于赔偿请求人的方式进行解释。倘若相关法律规范已经作出清晰明确的

规定,那么即使这一规定并不十分合理,也仅能按照法定的方式进行处理。③ 事实上,对于刑事

赔偿侵犯人身权的赔偿范围,我国国家赔偿法已经作出明确的规定,并不存在通过法律解释再行

创设兜底条款的空间。并且,现行《国家赔偿法》第17条缺少兜底条款也不是由于立法者的疏忽

大意所致。行政管理活动要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自然要创设相应的兜底条款来防止挂一

漏万。而司法机关所进行的活动却是相对稳定的,其实施的行为基本都是可以预测的。在这种

情况下,通过列举的方式一般也不会造成遗漏,设置兜底条款的必要性不大。并且,无论是1995
年《国家赔偿法》制定时还是后续对我国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时,我国国家赔偿法都明确将轻罪

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例如,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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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马怀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参见张航:《“再审改判无罪”赔偿条款的立法局限与解释方案》,《交大法学》2021年第3期。

参见张新宇:《刑事赔偿中的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及其适用》,《法商研究》2021年第1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释义》的解释,“轻罪重判的赔偿极为复杂,需要进一步探讨,目前不

宜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① 所以,即使确实是由于立法者的疏忽而没有设置侵犯人身权刑事赔

偿的兜底条款,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也肯定是被排除在兜底条款之外的。

综上所述,通过“举轻以明重”的解释方式,认为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属于刑事赔偿的范

围,显然已经逾越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原意。正如德国法学家拉伦茨所说,虽然法官负有实现正义

的义务,但是这也不能改变下述情况,即根据宪法规定,其必须依据作为整体法秩序之组成部分

的制定法来裁判,而不是依据完全无法被制定法覆盖的个人的“正当性确信”来裁判。② 在我国

国家赔偿法明确将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的情况下,试图通过法律解释

的方法将其纳入赔偿范围,注定是难以成功的。

四、摆脱轻罪重判国家赔偿困境的出路

既然无法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纳入国家赔偿范围,那么,对我国

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明确在再审、二审或重审中,被告人被判决无罪或被减轻刑罚均有取得赔

偿的权利,似乎已经是呼之欲出的方案。这在比较法上也有可供借鉴的经验。例如,《奥地利刑

事赔偿法》第2条第1款第C项规定,改判较轻刑罚属于刑事赔偿的范围。③ 但是,并非所有的

国家都通过国家赔偿的方式解决轻罪重判的问题,制定单行的刑事补偿法亦是一种选择。除了

前文提及的日本通过刑事补偿制度解决轻罪重判问题以外,《德国刑事追诉措施补偿法》第1条

亦规定,刑罚在再审程序中被减轻的,应由国库予以补偿。④ 况且,虽然从结果看轻罪重判案件

确系违法,但是刑事审判从拘留到逮捕再到判决,要求越来越严格,即使最后被判决无罪,也未必

能证明之前的逮捕行为存在合法性存疑的问题。同样,再审改判也可能是因为发现了新的证据,

最终改判无罪或减轻刑罚也不足以证明此前的判决在作出时即属违法。按照我国法学界的通

说,行为是否合法是区分补偿与赔偿的关键,对合法行为导致损失的救济属于补偿,对违法行为

导致损失的救济属于赔偿。⑤ 如果一概通过国家赔偿制度处理轻罪重判的赔偿问题,那么合法

的行为最终也会被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这显然与我国法学界的通说不一致。因此,也有学者

提出,轻罪重判超期羁押国家责任的本质属性为补偿责任,从长远看,应当制定我国的刑事补偿

法。⑥ 因此,必须明确,究竟是通过制定我国刑事补偿法还是修改我国国家赔偿法来摆脱轻罪重

判国家赔偿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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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谓国家补偿,学界的认识其实并不一致,既有将国家补偿责任分为特别牺牲补偿和衡

平补偿两种类型者,①也有不对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区分,认为补偿是一种结果责任者。② 所以,能
否通过制定我国刑事补偿法来解决轻罪重判导致的责任问题,核心就是要看能否将这一责任归

属于某种国家补偿责任类型之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应当进一步考虑通过补偿制度对

轻罪重判问题加以解决的实际效果。笔者认为,不制定我国刑事补偿法,直接修改我国国家赔偿

法是更为合理的方案。其理由详述如下。
(一)轻罪重判导致的责任不属于特别牺牲补偿

特别牺牲补偿的理论基础是起源于德国的“特别牺牲”理论。所谓“特别牺牲”,是指少数个

体为了公共利益而承担侵害,且侵害内容已经超过一般个体所须容忍的限度。由于任何财产权

的行使都要受到一定内在的、社会的限制,因此个体在社会生活当中普遍均须承受之负担,并不

能获得补偿,国家只针对超越一般个体容忍限度的“特别牺牲”负有补偿义务。③

特别牺牲补偿是德国在征收补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征收不能覆盖所有应予补偿之

事项,特别是德国的国家赔偿责任除要求违法外还要求具有过错,这就导致一些“违法无责”的行

为既无法获得国家赔偿,也难以得到国家补偿,因此,基于“特别牺牲”理论的补偿体系也在不断

扩张。有学者总结,德国的补偿体系主要包括以下5项内容:(1)征收,指国家基于公益目的,付
出相当之代价,经由法定程序,剥夺人民财产权能之全部或一部,并使之转移为公益使用之行为;
(2)类似征收侵害,违法无责行政行为之损失补偿,受侵害标的限于财产权;(3)有征收效力之侵

害,公权力行为或设施附随之侵害,受损害标的限于财产权;(4)应给予补偿之财产权限制,依据

法令对人民财产权所施加之限制,其限制程度已逾越人民应无偿忍受之限度,但未达完全剥夺之

程度;(5)特别牺牲补偿请求权,公权力措施侵害人民非财产之损失补偿请求权,如疫苗接种引起

身体伤害之损失补偿。④

由上述可以看出,依据“特别牺牲”理论构建的补偿体系,主要是以财产权为补偿对象。事实

上,对于财产权以外的权利是否可以作为“特别牺牲”本来就有争议。例如,日本东京高等法院认

定:“生命和健康可以作为特别牺牲本身就是违宪的,因为生命和身体无论给予怎样的补偿也不

能将其作为公共之用。由此,对侵害生命、身体而做出的补偿与宪法第29条没有任何关系,援
引宪法并进行类推解释的做法是不恰当的”。⑤ 如果财产权以外的权利不能作为“特别牺牲”,那
么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自然不可能属于“特别牺牲”。即使认为财产权以外的权利也可以作

为“特别牺牲”,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也不能与接种疫苗导致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相提并论。

轻罪重判显然不会对公共利益有所促进,特别是徇私枉法造成的轻罪重判还会损害司法的公正

性。如果将轻罪重判造成的损害理解为“特别牺牲”,那么无异于认可国家不是基于公共利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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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牺牲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以,即使人身权利也可以作为“特别牺牲”,也难以将轻罪重判导致

的超期羁押归类于其中。因此,轻罪重判所引起的责任自然就不属于以“特别牺牲”理论为基础

的国家补偿责任。
(二)轻罪重判导致的责任不属于衡平补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社会国家的兴起,因此除了传统意义上基于“特别牺牲”理论构

建起的国家补偿责任体系以外,衡平补偿也成为国家补偿责任的一种类型。所谓衡平补偿,是指

基于国家政治及社会政策而创设,国家机关并没有任何侵犯权益的行为,但基于公共利益的考

量,国家主动提供扶助的制度。① 从具体内容看,衡平补偿或者是针对受损人数众多但并未达到

“特别牺牲”的情况而展开的,或者是针对并未受到公权力直接损害的弱势群体而作出的。② 前

者包括生态效益补偿、自然资源补偿等,后者包括对难民以及刑事犯罪被害人的补偿等。衡平补

偿的目的已经不是对遭受特别牺牲的相对人进行补偿,而是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因此,与其

说衡平补偿是一种补偿,不如说是对特定人群的扶助。轻罪重判仅是对特定个体造成损失,不符

合人数众多的要求。此外,即使认为被轻罪重判的公民属于弱势群体,但轻罪重判与国家行为直

接相关,国家因此而承担责任也绝非一种社会救助。可见,轻罪重判所导致的责任显然不属于衡

平补偿。
(三)纳入结果补偿无法达到违法抑制目的

如前所述,为了对“违法无责”的行为进行救济,传统的特别牺牲补偿体系也出现了扩张的趋

势,违法的赔偿与合法的补偿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难以维持,甚至形成混合。③ 事实上,如果从

受害人的立场出发,那么在法律上究竟是认定为赔偿还是认定为补偿并不重要,能够顺利获得救

济才是其中的关键。因此,有学者提出,国家补偿乃是基于结果责任。所谓结果责任,是指不论

原因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只要活动的结果所产生的损害为

一般社会观念所不允许,那么国家或者公共团体就必须承担补偿责任。国家补偿的根据在于国

家给私人带来无法避免的危险,其理论根据是“危险责任说”。由于不追求故意或过失等主观性

归责事由,因此其也被称为无过失赔偿责任。④ 无过失责任的用语消极地指明“无过失亦应负

责”的原则,危险责任的概念较能积极地凸显无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因。⑤ 法国国家赔偿制度中的

“危险责任”也被认为实质上就是一种无过错责任。⑥ 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将国家补偿作为上位

概念来统合国家赔偿与损失补偿。⑦

事实上,我国国家赔偿法针对包括轻罪重判在内的错捕、错判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原因在

于,国家对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进行追诉,不但引发并增加了危险,而且无法从根本上加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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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① 因此,如果只考虑最终的结果而不对行为的违法性进行区分,那么将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

羁押统一纳入基于结果责任的国家补偿责任体系,并不存在明显的障碍。但是,如此一来,进行

补偿的原因与我国国家赔偿法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原因就没有实质的区别了。究竟是以国家

赔偿来统摄,还是以国家补偿来统摄,恐怕只是各国的习惯问题,甚至只是一个用语问题。②

从对受害人进行权利救济的角度看,国家赔偿与国家补偿确实区别不大。但是,国家赔偿还

具有国家补偿所不具备的违法抑制功能。轻罪重判虽然可能是合法行为所导致的,但是无法完

全排除违法行为导致轻罪重判的可能性。对于这部分违法行为,即使从尽量不影响司法人员积

极性的立场出发,至少也应当按照现行《国家赔偿法》第31条的规定,对已经构成犯罪的徇私枉

法、贪污受贿等行为通过追偿、追责进行抑制。违法抑制显然是国家补偿所不具有的功能。并

且,即使在具体个案中轻罪重判确系合法行为所致,但既然仍有相当比例系由违法行为所引起

的,将其整体评价为国家赔偿责任,也有其正当性。③ 此外,即使不考虑发挥国家赔偿制度的违

法抑制功能,认为使用国家赔偿或国家补偿的表述,确实只是用语问题,但是既然我国已经制定

国家赔偿法对刑事赔偿进行规定,也实在没有必要改弦更张,另行制定刑事补偿法。
(四)补偿与赔偿并立可能影响救济的实现

既然难以将轻罪重判导致的责任统一纳入补偿责任的范畴,那么,将国家补偿和国家赔偿并

立,针对合法行为导致的轻罪重判另行制定刑事补偿法,针对违法行为导致的轻罪重判则直接适

用我国国家赔偿法,似乎也是一个合理且有效的方案。但是,将两者并立会使救济程序趋于烦

琐,反而可能对救济造成负面影响。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1项之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但是,究竟何种情况才属于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立法显然不可能就每起个案进行规定。在争议不大的一般案件中进行判断相对容

易,但是轻罪重判案件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具体刑期等诸多问题,存在一定的疑难因

素,未必就能准确无误地作出判断。由于难以对合法与非法进行准确判断,因此如果人为地将补

偿责任与赔偿责任相区分,那么复杂的救济渠道就可能给受害人制造障碍,甚至出现受害人被补

偿责任机关和赔偿责任机关相互推诿的情况。同时,如果补偿要件设置不当,那么也容易导致赔

偿与补偿之间出现缝隙,造成权利救济的空白地带。④

综上所述,虽然也可以认为轻罪重判导致的国家责任是一种基于结果责任的国家补偿,但是

国家补偿并不具有违法抑制功能。由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若将国家补偿与国家

赔偿并立,反而可能造成受害人无法顺利进行救济的局面,因此,不制定刑事补偿法,直接对我国

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明确无论是在再审、二审还是重审中,被告人被判决无罪或被减轻刑罚均

有权取得赔偿,是目前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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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将轻罪重判纳入国家赔偿可能受到的质疑及回应

通过修改我国国家赔偿法将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其实质就是采取

无过错归责原则,只要出现公民因逮捕和审判行为被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结果,就需要由国家承

担赔偿责任。这一解决问题的方案很可能会受到下列质疑,需要预先进行回应。
(一)是否会造成赔偿范围过度扩大

有学者认为,倘若只要存在权利受害或利益损失的结果就能够证成国家责任,其结果就是令

赔偿吸收掉补偿,将使整个国家责任范围漫无边界。① 应当承认,如果针对所有事项都采取结果

责任,那么确实可能使国家责任范围过度扩大,导致出现国家不堪重负的结果。但是,如果仅是

通过修法明确,轻罪重判导致的超期羁押也要进行赔偿,那么并不会出现这一结果。

首先,我国国家赔偿法仅对错捕、错判行为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针对同样是侵犯人身自由

的错拘仍采违法归责原则。轻罪重判系在审判过程中发生的,修改法律不会导致无过错归责原

则溢出其原来的适用范围。其次,无过错归责原则虽然是一种结果责任,但是我国实际上要求达

到“结果违法”的程度才进行国家赔偿。对于违法,一直以来就有“行为违法”与“结果违法”两种

判断标准。“行为违法”是以公权力行为是否违法作为判断标准,如果公权力行为本身合法,那么

即便发生的结果是法律所不容许的,仍属合法。而“结果违法”是以公权为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

果作为判断标准,只要公权力行为造成了法律所不允许之结果,即使实施行为本身具有法律依

据,也仍属违法。② 例如,在“王振宏案”中,王振宏最终被改判无罪的原因是,二审期间全国人大

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作出修改,由原来的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导
致现行《刑法》第195条抽逃出资罪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定,

修改后的我国公司法于2014年3月1日施行后,继续限制王振宏人身自由的行为已属违法,应
当对王振宏进行国家赔偿。但对我国公司法修改前的羁押期间则并未进行赔偿。③ 所以,通过

“结果违法”对赔偿范围进行限缩,也可以避免结果责任被无限放大。最后,针对刑事赔偿,我国

国家赔偿法亦规定了多种免责事由。根据现行《国家赔偿法》第19条的规定,公民自己故意作虚

伪供述,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等致使损害发生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

任。事实上,其中的部分规定也应当结合具体情况再进行判断。例如,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

并不免除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予以查明的义务,如果全案证据并不确实、充分,而司法机关却作

出了有罪判决,那么,不应免除国家的赔偿责任。当然,无论具体规定是否合理,通过免责事由的

设定也可以防止赔偿范围被过度扩大。
(二)是否会影响案件纠正

将轻罪重判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确有必要,但先对案件进行改判是后续申请国家赔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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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航:《论轻罪重判超期羁押的国家责任———从结果归责到危险归责的范式转型》,《行政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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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翁岳生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1页。

参见《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二十五周年典型案例》,https://www.court.gov.cn/shenpan-xiangqing-
281861.html,2022-12-02。



实践中存在的“有司法赔偿就有错案,有错案就应当进行追究”的误识,是否会导致将轻罪重判纳

入国家赔偿范围反而使案件本身更加难以被纠正?
对于轻罪重判案件,现行《国家赔偿法》第31条仅要求对案件处理中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

枉法裁判行为进行追偿和追责。对刑事案件而言,国家赔偿制度并未进行广泛的责任追究,甚至

重大过失也不属于追偿、追责的范围。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因为案件进入国家赔偿程序而被追

偿、追责的情况也不多见。① 所以,国家赔偿制度已经考虑到审判工作的复杂性,只进行小范围

的责任追究,并不会成为案件依法被改判的阻碍。客观而言,案件被改判并不一定代表法官存在

过错,法律修改、发现新证据等亦可能构成案件被改判的原因。所以,在国家赔偿限缩其责任追

究范围的同时,还须破除“有司法赔偿就有错案,有错案就应当进行追究”的思维定式,在人民法

院内部考核的过程中也应当避免将国家赔偿、案件改判与法官存在违法和过错简单画等号;否
则,即使国家赔偿制度不会对案件纠正带来影响,但其他不当联结也可能给案件纠正形成阻碍。

Abstract:China’sStateCompensationLawestablishedtheprincipleofcompensationforin-
nocentdetention.Althoughtheseverepunishmentformisdemeanorsisnotinnocent,itmaylead
toexcessivedetentionandcauseseriousinfringementoncitizens'personalfreedom.Sincethereis
nootherremedy,statecompensationshouldbemadeforexcessivedetentioncausedbymisde-
meanorfelonyconvictionbasedontheprincipleofno-faultimputation.Severepunishmentfor
misdemeanorscasescanbedividedintothreecategories:partialacquittal,felonytomisdemean-
or,andsentenceadjustment.Atpresent,exceptforthecasesofpartialacquittaloffelonycon-
victionbyretrial,therestofthecasesarenoteligibleforstatecompensation.Consideringthat
statecompensationdoesnothavetheillegalsuppressionfunctionofstatecompensation,the
stateresponsibilitycausedbyseverepunishmentformisdemeanorsshouldnotbeuniformlyin-
cludedinthestatecompensationsystem.Thejuxtapositionofstatecompensationandstatein-
demnitymayalsomakethereliefchannelsmorecomplicatedandcreateobstaclesforcompensa-
tionclaimants.Therefore,amendingtheStateCompensationLawisthemostdirectandeffec-
tivewaytosolvetheproblemofcompensationforovertimedetentioncausedbymisdemeanor
felonyconvictions.Itshouldbemadeclearthroughtheamendmentthatinretrial,secondtrial
orretrial,defendantswhoarefoundnotguiltyorhavetheirsentencesreducedhavetherightto
obtainstatecompensation.Theinclusionofmisdemeanorfelonycasesintothescopeofstate
compensationwillnotresultinanexcessiveexpansionofthescopeofcompensation,norwillit

poseadirectobstacletotheseverepunishmentformisdemeanorscases.
KeyWords:statecompensation,criminalcompensation,severepunishmentformisdemean-

ors,overtimedetention,principleofcompensationforinnocentcust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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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新宇:《国家赔偿法中追偿模式的选择》,《法学》2022年第8期。




